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杨廷和《视草余录》的成书、版本与史料价值

赵四方　 　 金菊园

　 　 内容摘要:《视草余录》是明中叶内阁首辅杨廷和的私撰史作。 该书

记载了正德与嘉靖初年的诸多重要史事,由杨氏在日常政事记录的基础

上加以编排、评论、增补而成,目的在于对日后的历史编撰施加影响。 国

家图书馆藏有《视草余录》明嘉靖刻本一部,是目前已知诸版本中最早

者,其卷首萧大亨《叙》为万历年间所添刻。 结合现存《视草余录》及《杨
文忠三录》的各主要版本,并参考相关史料,可以大致还原《视草余录》的
版本演变过程。 通过对比还可以发现,学界常引用的文渊阁四库全书本

《杨文忠三录》的多篇序文存在严重讹误,其中之《视草余录》也存在诸多

异文。 《视草余录》对重构杨廷和的生平以及明中叶政治史具有很高的

文献价值,较深刻地影响了后世关于杨氏的评价与研究。
关键词:《视草余录》 　 杨廷和　 版本　 史料价值

《视草余录》是明代正德、嘉靖年间内阁首辅杨廷和撰写的一部私家

史作。 杨廷和(1459—1529),字介夫,号石斋,四川新都人。 成化十四年

(1478)进士,历仕成化、弘治、正德、嘉靖四朝。 自正德二年(1507)冬入

阁到嘉靖三年(1524)初致仕,除正德十年三月至十二年八月为其父丁忧

外,其余时间均在内阁任上。 他曾参与修纂宪宗、孝宗、武宗三朝实录及

《大明会典》,有《杨文忠三录》及散曲集《乐府余音》等传世。 长期以来,
关于杨廷和的研究已有不少①,但由于文献条件所限,学界多以文渊阁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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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张祖涌、张德全编著:《皇帝之师状元父:明朝首辅杨廷和评传》,四川人民出版社,
2016 年。 邓志峰:《嘉靖初年的政治格局》,《复旦学报(社会科学版)》1999 年第 1
期,第 88—92 页。 刘祥学:《杨廷和与嘉靖初年的政治革新》,《西南师范大学学报

(人文社会科学版)》2000 年第 2 期,第 122—128 页。 田澍:《杨廷和与 (转下页)



库全书本《杨文忠三录》作为核心史料开展研究。 本文对《视草余录》的

成书、版本源流、史料价值做系统梳理,同时对若干问题予以辨正,以期推

动相关研究走向深入。

一、《视草余录》的成书过程与目的

杨廷和在写于嘉靖六年(1527)秋的《视草余录序》中说,该书“录在

朝奏对之言及政事可否之议” (叶一)①,并自道撰写过程是“视草之余,
随事录之”(叶二至三)。 杨氏拟设父子对答之语,针对“政务丛委,应接

不暇,仓卒纪录,未必无所遗忘”的疑问,主张“纵不能悉,犹愈于通无所

述”(叶三)。 这表明《视草余录》 并非杨氏致仕后始撰。 通观《视草余

录》全书,许多事件的发生时间可以精确到月、日乃至时辰,对所牵涉的

人、事、言语等都有大量细节描写。 特别是书中存在一些文字,能够证明

杨氏在公务之余留有记录的说法是可信的②。 清代以后有一些学者认为

该书是纯粹忆往之作③,其实并不符合实际。
《视草余录》共二卷,卷一记载正德二年至十五年的史事,卷二从正

德十六年三月武宗驾崩记录至嘉靖二年六月。 依原分段落计,全书共有

72 节(卷一、卷二各 36 节),所记事情则多于此数,盖有一节记载若干事

者。 结合这 72 节内容来看,杨廷和编排取舍的体例大致有三。 一是基本

依照时间顺序叙述(个别增补内容除外,详下文);二是非关己事不书;三
是每事多详录当事人言语,且实录白话,偶附简评。 根据这些编排特点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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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

③

(接上页)武宗绝嗣危机———中国古代政治危机应对失败的典型案例》,《西南大学学

报(社会科学版)》2015 年第 2 期,第 139—145 页。 胡文辉:《寻访杨廷和》,《中国

文化》2021 年第 2 期,第 109—115 页。 檀德瑶:《杨廷和传记资料研究》,兰州大学

硕士学位论文(魏宏远指导),2018 年。 吴冰寒:《明代正嘉之际阁臣与部臣关系研

究———以杨廷和、王琼为中心》,新疆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(施新荣指导),2020
年。

 

杨廷和:《视草余录》,国家图书馆藏明刻本(索书号:A01223)。 本文引用此书出自

该刻本者,均随文标注,以省篇幅。

 

《视草余录》卷一第 4 节载,正德五年安化王朱寘 发动叛乱,杨廷和主张发榜慰谕

宗室及宁夏百姓。 该节末尾说道:“久之,检阁中旧稿,见宣德中征汉府亦有榜谕之

文,盖事体不得不然也。”(叶三)则此节最初撰写必在供职内阁之时。
如清儒阮元就认为是“廷和于归田后自记其在内阁时事”(阮元撰,王爱亭、赵嫄点

校:《文选楼藏书记》卷二,上海古籍出版社,2019 年,第 153 页)。



一些附注性文字,可以窥测此书撰写过程之大概。
首先,杨廷和在“随事录之”以后,会对若干史事进行整合。 例如卷

一第 15 节记载,正德七年冬,陕西按察佥事赵应龙被劾奏贪污,数月之后

太仆丞张鉴也被劾奏。 面对诸司礼太监从速定罪的要求,杨廷和主张

“复勘”,以致二事皆迁延数月。 杨氏自记说:“既而勘至,所奏皆虚。 予

亦不复致诘也。 会九年春朝觐考察,乃于八年十二月中拟敕稿进,令府部

诸司各申谕所属勉修职业云。” (叶十三)这说明杨氏对同类事件进行了

一定程度的整合。 另如同卷第 21 节记载,杨廷和与梁储、蒋冕等人劝阻

武宗北征一事,自正德十二年十一月一直持续至次年七月,该节末尾说:
“自(十三年)正月至是,乞休之疏凡八九上,皆不允。 至十月二日,不得

已乃出供职,然亦不能日在官也。” (叶二十一)该节所述内容前后近一

年,且不同月份和日期密集出现,表明它们已经过杨廷和的细致编排。 类

似的情况在《视草余录》中并不鲜见。
其次,杨氏对已有记录做了若干附注,同时增补了阅读感受。 卷一第

12、13、14 节之后,皆有附注“时西涯(李东阳)在告”五字(叶十),字体与

正文有异①。 这应当是杨氏增添的自注之文。 另外,卷一第 25 节末尾

有:“愚憨之性,违忤上意如此,卒得保全者,先帝之仁也。 至今言之泣

下,犬马余生,何以为报哉!”(叶二十九)同卷第 34 节末有如下文字:“予

以庸劣,缪当事任,只此一事明白易见,亦受许多怨谤,至今言之,真谈虎

也。”(叶四十一)卷二第 6 节末也说:“大义不明,国法不正,一至于此,至
今思之,犹将痛哭而不能已也。” (叶九)从“至今” “先帝”等语词及前后

内容来看,这几处文字必是后来增补。 据此推知,杨廷和在嘉靖三年初致

仕后,于闲居之时应经常翻阅、修订《视草余录》。 考虑到其自序撰写于

嘉靖六年秋,这些附注及有感而发的文字多应出自此数年之间。
最后,杨氏撰写此书,还凭借回忆增补了若干史事内容。 卷一第 28

节记载,正德十四年七月,武宗欲在亲征朱宸濠的敕书中加入“总督威武

亲征”一语,杨廷和以死谏止。 杨氏记述此事后,说:“此事已书于前,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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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杨廷和:《杨文忠三录》之《视草余录》卷一,《域外汉籍珍本文库》编纂出版委员会

编:《域外汉籍珍本文库》第 5 辑史部第 23 册,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、人民出版社,
2015 年,第 480 页。 按,国家图书馆藏明刻本卷一叶十一、十二缺损,脱去第 14 节

的内容,故据日本国立公文书馆藏明万历三十五年刻本《杨文忠三录》 (详下)参校

补全。



阅之,觉尚有遗缺,辄复掇拾于此。”①另如卷二最后一节末尾,杨氏在记

载吏部文书的保存和纂修《武宗实录》人员的遴选二事后,补充说:“二事

久亦忘之,近闻吕道夫方伯、戴中书伦偶向人言及,因附于此。”(叶五十)
这两则记载说明,全书在大体完成后还增补了一些内容,只是未按时间顺

序重新编排于原文之中,而是另记于相关记载之后或整部文稿之末。
关于撰写此书的目的,杨氏总结为“志愧”。 他在自序中说:“居常自

念平生遭际最盛,在任最久,而器识最下,驱策不前,所为报效者止于如

此,上负圣明,下负所学多矣。 视草之余,随事录之,用以志愧。” (叶二至

三)但他最想吐露的远非如此简单。 杨氏久处权力中心,颇多政敌,其中

尤以正德末年历仕兵部尚书、吏部尚书的王琼攻之最力。 有论者考察分

析,王琼不仅是正德末年许多关于杨廷和流言的造播者,同时也是嘉靖元

年、六年朝臣两次劾奏杨氏的背后主谋②。 而王琼在嘉靖初年贬戍绥德

期间所撰《双溪杂记》,更是包含了大量对杨氏的攻击污蔑之语。 虽然杨

廷和并未亲见《双溪杂记》③,但王著中的种种指控在嘉靖初年播于人口,
杨氏早已深悉王琼与其他朝臣的纷纷物议。 因此,杨氏不会对政敌的指

控置若罔闻,《视草余录》的撰写目的之一正在于为自己“辩诬”。
兹举二例为论。 首先是正德九年宁王朱宸濠复护卫一事。 嘉靖元

年,山西按察佥事史道上疏劾奏杨廷和,据《杨文忠三录》所述,“(史)道

又奏宸濠护卫之复,票旨虽不由臣,未闻一言匡正”④。 此后,王琼在《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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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

③

④

 

杨廷和:《杨文忠三录》之《视草余录》卷一,《域外汉籍珍本文库》第 5 辑史部第 23
册,第 490 页。 按,国家图书馆藏明刻本卷一叶三十一缺损。

 

胡吉勋:《“大礼议”与明廷人事变局》,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,2007 年,第 182—189、
290—295 页。

 

《双溪杂记》全本已不存,传世诸本均为节本。 据研究,该书应在王琼谪居生活结束

(嘉靖七年)前已撰就(黄阿明:《王琼〈双溪杂记〉的版本及其文献价值》,《晋阳学

刊》2006 年第 3 期,第 36 页)。 杨廷和《视草余录序》撰写于嘉靖六年秋,虽然二者

成书先后尚无法定论,但杨著中未有一语提及《双溪杂记》则是事实。 此外,晚明士

人认为:“文忠此《录》,不逆睹双溪有后《记》。” (孙鑛:《重订视草余录序》,杨廷

和:《杨文忠三录》之《视草余录》卷首,《域外汉籍珍本文库》第 5 辑史部第 23 册,
第 467 页)

 

杨廷和:《杨文忠三录》之《辞谢录》卷四,《域外汉籍珍本文库》第 5 辑史部第 23
册,第 387 页。



溪杂记》中直言票拟实由杨廷和独力完成①。 而在正德十四年朱宸濠反

叛之时,王琼亦将叛乱之责推给杨廷和,散布消息说:“宁府本不反,因削

护卫乃反。”(详下)可知在王琼等人眼中,杨氏先是结交朱宸濠而票拟

(或默许)复其护卫,后又担心事变而力主削夺护卫,以致激起叛乱。 对

于此事,《视草余录》叙述如下:
正德九年二月,宁府请复护卫屯田,予与费鹅湖(宏)极力谏止。

鹅湖言:“近日本府驮载金银数骡,以谋此事。”闻者变色。 予曰:“我
辈但知护卫不可复,无问银之有无也。”鹅湖曰:“正是,正是。”盖宸

濠逆谋,予料之久矣。 时权幸有纳赂主其事者,竟得请。 后谋为不

轨,予与敬所(蒋冕)、砺庵(毛纪)请遣官赍敕往谕献还护卫,亦无及

矣。 时忌予者谓“宁府本不反,因削护卫乃反”,何耶? (卷一叶十

五)
此处“忌予者”正指王琼。 在此问题上,杨、王(包括史道)双方所持之见

针锋相对,杨氏力辩自己未曾相助朱宸濠,而叛乱之直接原因更与自己无

关。 其“辩诬”心态体现得甚为明显。
其次是正德、嘉靖之际的西北边事。 正德十三年,王琼劾奏彭泽等人

在西北边事上处置不力,以致甘肃连年遭到侵扰。 《双溪杂记》所述更加

直白:“(土鲁番)嘉靖三年八月深入甘州寇掠,以杀降为词,攻破堡砦,屠
戮人民,其祸甚惨,皆杨廷和、彭泽等之所致也。”②嘉靖六年初,革职锦衣

卫王邦奇亦劾奏西北边事的罪责应由杨廷和、彭泽承担,由此掀起“大礼

议”背景下对已经失势的杨廷和一派的新一轮政治攻击③。 因而在王琼

等人看来,杨廷和、彭泽是边地不宁的罪魁祸首。 但杨廷和所述相关内容

如下:
正德十年,兵部缺尚书,户部王德华(琼)欲补其处。 佥议多属

都御史彭济物(泽)。
 

德华忌济物,欲害之,未有间……会土鲁番寇甘

肃,德华欲借是嫁祸济物。 济物总制陕西时,尝遣回夷写亦虎仙赍敕

往谕土鲁番。 虎仙私许土鲁番厚赏,济物欲罪之。 虎仙惧,赂德华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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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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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默:《孤树裒谈》卷十引述,《续修四库全书》 第 1170 册,上海古籍出版社,2002
年,第 791 页。

 

王琼:《双溪杂记》,单锦珩辑校:《王琼集》,山西人民出版社,1991 年,第 37 页。

 

关于“大礼议”背景下杨廷和被劾与西北边事的关系,详参姚胜:《明代吐鲁番与

“大礼议”研究》,九州出版社,2019 年,第 21—26 页。



玉,重百三十斤,祈免罪。 德华因诬奏济物失信致寇……写亦虎仙在

刑部狱中,钱宁假传上意,差校尉数辈往视之,近幸馈烧羊酒肉者无

虚日。 既脱罪,遂留豹房,朝夕近侍,冒国姓,父子俱授锦衣卫指挥

使,随狩南京,皆德华致之也。 时议者籍籍。 (卷一叶四十一至四十

二)
此处所述又与王琼等人所见截然相反。 在杨廷和看来,自己与彭泽对西

北边事的处置无误,应负罪责的是写亦虎仙,只因王琼与彭泽有兵部尚书

之争,所以才有“嫁祸”之举。 杨氏在为自己一派辩护的同时,还不忘对

政敌予以反击,按其所述,写亦虎仙能转祸为宠,全因贿赂王琼。 整体而

言,杨氏眼中的王琼,是一个与宦官、佞幸深相勾结的“权奸”形象。 由此

看来,《视草余录》 的撰写目的与其说是“志愧”,倒不如说是“辩诬” 与

“反击”。
另需指出,杨氏致仕之直接原因乃是身陷“大礼议”之争而与新君不

合,在新进权贵的排挤下不得不含憾而去。 杨氏致仕后,虽然晚年散曲创

作多以“课耕农,劝读诵,称说孝友,沐浴膏泽”为主旨①,但应注意的是,
杨氏之子杨慎于嘉靖三年七月左顺门事件后遭到廷杖并贬戍云南,其他

大批官员也遭到清洗,而张璁、桂萼等议礼新贵则愈来愈走向政坛中心。
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,杨氏修订《视草余录》必然有其独特的关怀,他之

所以详细记载嘉靖初年的“议礼”诸事,正是希望后世理解其抗争。 从这

一点而言,杨廷和仍是在为自己的“身后名”争夺话语权。
杨廷和深信私撰史书必有其功用,这一点在《视草余录》 中也有反

映。 武宗朝修《孝宗实录》,身为总裁之一的焦芳同宦官刘瑾交好,在修

纂过程中贬毁异己力量,以致该书被当时的内阁首辅李东阳斥为“秽

史”。 刘瑾倒台后,有人提出重修《孝宗实录》,杨廷和却对李东阳说:“公

闲中著述时,一白之曰:‘贤者如某某,为泌阳(焦芳)所诬;不贤者如某

某,为泌阳所右。’一字褒贬,自足取信后世。 异日修史者亦自能改正。”
(卷一叶五)可知杨氏对私撰史书褒贬人物、补正正史的功用有着清晰的

认识。 此外,明英宗时期的阁臣李贤曾撰《天顺日录》,杨氏认识到其中

多涉及“公卿之美刺”(《视草余录序》叶三),而自己也仿效撰成《新政日

录》,用意不问而知。 细阅《视草余录》会发现,字里行间对公卿、宦官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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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 

曾玙:《乐府余音小序》,杨廷和:《乐府余音》卷首,国家图书馆藏明刻本(索书号:
15676),叶三。



乏微意,且偶有臧否讥评。 私撰史书之风在明中叶以后渐趋兴盛①,杨氏

的《视草余录》同样希望对后世的史书编撰施加影响。 所谓“藏之箧笥,
姑以示我后人,不必其传之久远” (《视草余录序》叶四)的说法只是门面

语,《视草余录叙》撰者萧大亨所概括的“将良史摭以成书,而贤人识以蓄

德”(叶八),才真正符合杨氏的身后关怀。

二、《视草余录》的版本流传

目前可查访到的《视草余录》最早刻本为国家图书馆藏明刻本。 该

本为《视草余录》单行本,共二卷二册,四周单边,白口,双鱼尾,版心刻

“视草余录”及叶数②,每半叶 10 行,行 18 字。 该本字体扁方,尚留有手

写意趣,较接近于明中期正德、嘉靖刻本的风格,国图大概据此将其鉴定

为嘉靖刻本。 《中国古籍总目》著录亦同。 该本是目前已知《视草余录》
诸版本中最早的。

此本卷首有嘉靖六年杨廷和《视草余录序》及萧大亨《视草余录叙》。
《四库全书总目》说:“《视草余录》,萧大亨为之序。”③可证四库馆臣也知

晓此叙,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《杨文忠三录》卷前提要并未提及此叙,书
中也未抄录。 值得注意的是,萧《叙》开篇说:“武宗之季,盖国运之小阨

与? 抑天所以开肃皇帝,而俾引昌明之历于无穷也。 而当其际者,则有新

都杨文忠公云。”(叶一)下文又说:“公(杨廷和)置死生不顾,要次相,请
命慈寿甚力,卒以计缚(江)彬,而肃皇帝遂垂拱而继昭夏。” (叶三至四)
两次提及明世宗皆称谥号“肃皇帝”,则该叙的写作时间必晚于嘉靖朝;
杨廷和于嘉靖七年被革职为民,次年辞世,隆庆元年(1567) 被追谥“文

忠”,而称其为“杨文忠公”,则时间自不会早于隆庆元年。
此外,据萧《叙》末署“赐进士第,光禄大夫、柱国、少保兼太子太保、

刑部尚书,前奉敕总督宣大、山西军务兼理粮饷、太子太保、兵部尚书兼都

察左副都御史,东岱萧大亨谨识”(叶八至九),也可推知其撰作的大致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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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

③

 

明中叶以后私家史学勃兴,且其内容多集中于本朝史,一个相当重要的原因正在于

官方史学失实(杨艳秋:《明代史学探研》,人民出版社,2005 年,第 157—158 页)。
卷一直接标叶数,卷二标“后”+叶数。

 

永瑢等:《四库全书总目》卷五五“《杨文忠三录》”条,中华书局,1965 年,第 498 页。



岁。 结合萧大亨履历①与萧《叙》所署官职可知,其写作时间应在万历二

十三年(1595)至二十六年之间,与正文的嘉靖刻本存在较大年代差距。
究其原因,萧《叙》中有线索。

萧大亨提及,请其为《视草余录》撰序者为杨宗吾(下文称该本为“杨

宗吾本”)。 杨宗吾,字仲相,为杨廷和曾孙、杨慎孙,万历间曾以恩荫任

锦衣卫指挥②,撰有《检蠹随笔》三十卷。 此人对家族先辈的著作作了较

为集中的整理与刊刻③。 《视草余录》乃是他利用嘉靖旧版刷印,萧《叙》
则是他在万历年间所添刻。 因此从印本中可以看到萧《叙》的字口清晰,
而正文书版已漫漶。 同样的情况还出现在由他编刻的《杨升庵杂著》
中④。 此书收录杨慎著作 14 种,其中《五言律祖》 《绝句辨体》等都是利

用嘉靖旧版重刷,版片颇多磨损断裂,而《异鱼图赞》 《水经碑目》等杨宗

吾新刻的几种(卷端皆有其校刊题名),不但印面清楚,字体也是典型的

万历宋体字。
除《视草余录》二卷外,杨廷和还撰有《题奏录》二卷(含《题奏前录》

一卷、《题奏后录》一卷),《辞谢录》四卷。 据明清时期的一些藏书目录,
以上三书皆有单行本。 焦竑《国史经籍志》著录《视草余录》二卷、《辞谢

录》四卷、《题奏录》二卷⑤。 祁承 《澹生堂藏书目》著录《杨文忠公视草

余录》二卷二册,《杨文忠公辞谢录》二卷、《杨文忠公题奏前后录》二卷共

36

①

②

③

④

⑤

 

萧大亨(1532—1612)字夏卿,号岳峰,山东泰安人。 嘉靖四十一年进士。 万历十七

年擢升右都御史,总督宣府、大同、山西三镇;万历二十年,因平叛有功升任兵部尚

书兼太子太保;万历二十三年,任刑部尚书;万历二十六年,在刑部任上实兼兵部事

务;万历三十年,正式兼署兵部;万历三十二年,由刑部改任兵部尚书,仍兼刑部事;
万历三十四年,罢刑部兼署,专掌兵部;万历三十六年致仕。 详参周郢:《萧大亨评

传(上)》,《岱宗学刊》1998 年第 2 期,第 30—34 页;《萧大亨评传(中)》,《岱宗学

刊》1998 年第 3 期,第 34—38 页;《萧大亨评传(下)》,《岱宗学刊》1998 年第 4 期,
第 76—82 页。

 

丰家骅:《杨慎评传》,南京大学出版社,2011 年,第 26 页。

 

国家图书馆藏杨廷和《乐府余音》明刻本为嘉靖时期刊刻,并非杨宗吾所刻。 其卷

端所题“曾孙宗吾校刻”为后来所添。 当然,该本亦可能与《视草余录》及《杨升庵

杂著》中的部分内容类似,是杨宗吾利用嘉靖旧版重刷。

 

杨慎:《杨升庵杂著》,国家图书馆藏明刻本(索书号:17689)。

 

焦竑:《国史经籍志》卷一、卷五,《宋元明清书目题跋丛刊》第 5 册,中华书局,2006
年,第 704、875、877 页。



四册;另著录《杨文忠公集》八卷四册(含《视草余录》二卷)①。 黄虞稷

《千顷堂书目》 也著录《视草余录》 二卷、《题奏录》 二卷、《辞谢录》 四

卷②。 徐乾学《传是楼书目》著录《视草余录》二卷一本、《辞谢录》四卷二

本、《题奏录》二卷二本③。 直至清中叶,阮元也及见《视草余录》单行本,
《文选楼藏书记》说:“《视草余录》 二卷。 明大学士杨廷和著。 新都人。
刊本。”④由明迄清,《视草余录》 《题奏录》 《辞谢录》三书的单行本都在

流传。
万历年间,三书出现合刻本。 温纯《温恭毅公文集》有《杨文忠公三

录序》一篇,末尾言及:“公(杨廷和)乡人左司马赵公合刻公《视草》 《题

奏》《辞谢》三录于楚,以序属余。 余题曰《杨文忠公三录》。”⑤此处“左司

马赵公”为赵可怀,字德仲,号宁宇,四川巴县人。 与温纯同为嘉靖四十

四年(1565)进士。 赵氏由山东汶上县令擢升御史,历仕兵部侍郎、工部

侍郎、兵部尚书,晚年巡抚湖广,于万历三十一年(1603) “楚宗之乱”死于

任所,其后温氏曾作祭文⑥。 由文渊阁四库全书本《杨文忠三录》温《序》
末署万历三十一年癸卯可知,《视草余录》 《题奏录》 《辞谢录》三书于此

年在湖北武昌首次出现合刻本,主要推动者为川籍官员赵可怀(下文称

该本为“赵可怀本”)。 而且经温纯改题,《杨文忠三录》的名称开始流传。
赵可怀本《杨文忠三录》今未见著录。 目前可查到的《杨文忠三录》

最早版本为日本国立公文书馆藏明万历三十五年(1607)刻本⑦。 该本分

上、中、下三册,分别为《辞谢录》四卷、《题奏录》二卷、《视草余录》二卷。
每半叶 10 行,行 18 字,左右双边,单鱼尾。 《辞谢录》 有嘉靖元年林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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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

③

④

⑤

⑥

⑦

 

祁承 著,郑诚整理:《澹生堂藏书记　 澹生堂藏书目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,2020 年,
第 319、626、681 页。

 

黄虞稷撰,瞿凤起、潘景郑整理:《千顷堂书目》卷五、卷三十,上海古籍出版社,2001
年,第 128、737 页。

 

徐乾学:《传是楼书目》,中国书店编:《海王村古籍书目题跋丛刊》第 1 册,中国书

店,2008 年,第 285、383 页。

 

阮元撰,王爱亭、赵嫄点校:《文选楼藏书记》卷二,第 153 页。

 

温纯:《温恭毅公文集》卷七,沈乃文主编:《明别集丛刊》第三辑第 79 册,黄山书

社,2016 年,第 333 页。

 

温纯:《温恭毅公文集》卷十六《同年合祭司马中丞赵宁宇公文》,《明别集丛刊》第

三辑第 79 册,第 427 页。

 

此本收入《域外汉籍珍本文库》第 5 辑史部第 23 册,影印出版。



《序》(序末有“见素” “吾道沧州” “待用”印)、嘉靖三年张邦奇《后序》。
《题奏录》有嘉靖初年乔宇《序》、嘉靖五年杨廷和《书题奏录后》。 《视草

余录》有万历三十五年孙鑛《重订视草余录序》 (序末有“孙鑛之印” “宫

保大司马章”)、万历三十年耿定力《重刻杨文忠公视草余录序》 (序末有

“耿定力印”“光黄间人”)、嘉靖六年杨廷和《视草余录序》,末附赵贞吉

《杨文忠公墓祠碑》。
耿定力在《重刻杨文忠公视草余录序》中说:“《录》凡上、下二帙,内

颇有逸简,别无善本可参校,姑阙以俟。 成余志者,公乡人侍御王君

也。”①杨宗吾本卷一叶十一、十二、三十一、三十七及卷二叶二十五皆缺

损,与耿氏所说“内颇有逸简”相合,当即耿氏所见本。 此处“侍御王君”
为王藩臣,字介卿,四川泸州人,以举人官南京御史。 王藩臣于万历三十

年重刻之《视草余录》(下文称该本为“王藩臣本”),内容仍有残缺,其后

复有修订。 孙鑛《重订视草余录序》载:“侍御王君,文忠公乡人,刻《视草

余录》。 耿中丞谓内有轶简,无善本可校。 而鑛藏本适善,因托萧君是正

之。 萧君亦公乡人,前亦在南台。 鑛庆此本得完,敬识焉。”②萧君为萧如

松,字心甫,四川内江人,万历元年(1573) 举人,曾任南京陕西道御史。
由孙序可知,萧如松于万历三十五年重校《视草余录》(下文称该本为“萧

如松本”),取孙鑛藏本校订,补足王藩臣本的缺损内容。 据杨宗吾本与

萧如松本的版式与校勘异文来看,后者源出前者殆无疑问。
杨廷和生前身后俱多非议,而耿定力与孙鑛皆是晚明力主为杨廷和

辩诬者。 耿氏说:“野史所笔,多本双溪之《记》;《实录》所书,又当永嘉之

日。 其为仇诬甚白。 而守经陈义之士亦往往操绳墨而议其后,则曷不以

公本末观焉?”③孙鑛认为:“公在正德末名污,然功有述;在嘉靖初名高,
然功弗终……谤或种福,然则公家之福宜长耶?”④为杨氏辩诬正是他们

协助重刻《视草余录》的重要原因。 此外,王藩臣与萧如松曾于万历二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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③

④

 

杨廷和:《杨文忠三录》之《视草余录》卷首,《域外汉籍珍本文库》第 5 辑史部第 23
册,第 472 页。

 

杨廷和:《杨文忠三录》之《视草余录》卷首,《域外汉籍珍本文库》第 5 辑史部第 23
册,第 469 页。

 

耿定力:《重刻杨文忠公视草余录序》,杨廷和:《杨文忠三录》之《视草余录》卷首,
《域外汉籍珍本文库》第 5 辑史部第 23 册,第 470 页。

 

孙鑛:《重订视草余录序》,杨廷和:《杨文忠三录》之《视草余录》卷首,《域外汉籍珍

本文库》第 5 辑史部第 23 册,第 467—469 页。



九年校刻杨慎《升庵先生文集》八十一卷,萧如松撰写的《重刻杨太史升

庵先生文集后序》详述其事。 从《后序》中可知,《升庵先生文集》由杨慎

从子杨有仁编次,而萧氏与杨有仁为同年友,“复念集刻仅蜀本,海内士

诵法先生(杨慎)者,每恨不获家有其书,遂与同台介甫王君(王藩臣)谋

刻之秣陵”①。 王、萧二人于此后数年间积极重刻《视草余录》,与此亦不

无关联。
清乾隆年间,《杨文忠三录》被收于《四库全书》史部诏令奏议类。 文

渊阁本《杨文忠三录》共八卷,含《题奏前录》一卷,《题奏后录》一卷,《视

草余录》二卷,《辞谢录》四卷。 该本卷一《题奏前录》前有乔宇《杨文忠

三录序》、嘉靖六年杨廷和《杨文忠三录序》、万历三十一年温纯《杨文忠三

录序》;卷五《辞谢录》前有林俊《杨文忠三录序》(该本的问题,详下节)。
《视草余录》还有明抄本存世。 福建省图书馆藏有谢肇淛小草斋抄

本《视草余录》一卷一册(下文称该本为“谢肇淛本”)。 该本每半叶 9 行,
行 18 字,象鼻内书“视草余录”四字,版心有叶码,下书“小草斋钞本”。
书前有萧大亨《视草余录叙》与杨廷和《视草余录序》,正文为正德二年至

十五年的史事内容(即二卷本《视草余录》之卷一),正文每节首行上方有

圈记,以示分节。 萧《叙》首叶钤“耑斋所藏”“是书曾藏蒋绚臣家” “晋安

谢 藏书”,卷末钤“沈氏祖牟藏书” “耑斋所藏”,知谢肇淛本经清初蒋

玢、近代沈祖牟递藏。 该本颇有缺叶或缺行处,经与杨宗吾本校对,二者

缺叶或缺行情况基本相同。 该本第 19 节“眷知最久”后空 13 字,杨宗吾

本全同。 另外只有少量异文,且多是抄写讹误,如“恐未必可得”误作“然
未必可得”,“边患不生”误作“边忠不生”等②。 由此可知谢肇淛乃据杨

宗吾本抄录③。

66

①

②

③

 

萧如松:《重刻杨太史升庵先生文集后序》,杨慎:《升庵先生文集》卷八十一末附,
汪梦川编:《杨慎文献辑刊》第 5 册,巴蜀书社,2019 年,第 609—610 页。

 

杨廷和:《视草余录》,福建省图书馆藏明小草斋抄本,叶二、四十七。

 

小草斋抄本之外,另有一部抄本藏于北京大学图书馆。 从著录信息、题名、内容来

看,该抄本的版本源头暂难判断。 该本每半叶 10 行,行 19 字,前有杨廷和自序,别
无他序。 全书二卷,卷一题《视草余录》,共 36 叶,卷二题《后视草余录》,共 19 叶。
经对勘可知,《后视草余录》即二卷本《视草余录》的卷二,但只有 15 节,且第 15 节

只录数行,末尾为“初至行宫,雨泽随降,一登”(下“宝位,天日开明”以下皆无),显
然后半部分残缺。 书中少数叶面天头有朱色笔迹,系对正文文字的异文进行标注,
如正文“虏”“虏寇”等,天头分别书“敌”“敌侵”等。 该本卷首钤“燕京 (转下页)



《视草余录》还被刻入《国朝内阁名臣事略》。 该著共十六卷,是晚明

宣城吴伯与所辑的明代内阁名臣奏议与野史笔记汇编,由吴氏友人魏光

绪(1594—1641)于崇祯五年(1632)刊刻(下文称该本为“吴伯与本”)①。
《视草余录》独自占据该著卷三,包括赵贞吉《杨文忠公祠堂碑》、《视草余

录》和若干篇来自《题奏录》和《辞谢录》的奏议,末附温纯《杨文忠公三

录序》。 从内容来看,吴氏在辑录时主要参考了赵可怀本《杨文忠三录》,
且辑录出的《视草余录》并非全本,篇幅约当原书的一半。 通过校勘可以

发现,吴氏在缩减篇幅的同时,还在一定程度上打乱了原书的记事顺序,
对文本内容也略有改动。

据此,《视草余录》 版本演变的情况大致如下。 嘉靖年间,《视草余

录》刊刻成书,单行流传,其刊刻者或是杨廷和后人,盖因政治忌讳而未

显标姓名。 万历二十三年至二十六年间,杨廷和曾孙杨宗吾利用嘉靖旧

版重刷,并添刻萧大亨《视草余录叙》。 万历三十年,王藩臣重刻《视草余

录》。 万历三十一年,赵可怀将《视草余录》与《题奏录》 《辞谢录》合刻,
并依温纯之见而题《杨文忠三录》。 万历三十五年,萧如松取王藩臣本,
校以孙鑛藏本重刻,是为万历三十五年刻《杨文忠三录》之《视草余录》,
即本文所称萧如松本。 晚明谢肇淛据杨宗吾本手录一部,今仅存一卷一

册。 崇祯年间,吴伯与据赵可怀本《杨文忠三录》,将《视草余录》缩编收

入《国朝内阁名臣事略》,篇幅减少约半。 及至清廷修《四库全书》,据赵

可怀本修订后抄入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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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

(接上页)大学图书馆”印,封底有铅笔所书“丁易”字样。 丁易(1913—1954),原名

叶鼎彝,1940 年代末撰《明代特务政治》一书,该抄本应是其撰著过程中的参考

书。 　

 

该本收入北京图书馆古籍出版编辑组编《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》(书目文献出

版社,1997 年)第 15 册史部传记类,影印出版。

 

《四库全书总目》著录本为“浙江孙仰曾家藏本”,此本共七卷,其中《视草余录》
仅一卷。 查文津阁本《杨文忠三录》共七卷,其中只有卷三为《视草余录》,为正德

二年至十五年的史事内容(即二卷本《视草余录》之卷一)。 文渊阁本《杨文忠三

录》共八卷,其中《视草余录》占据卷三、四,据此可知文津阁本《视草余录》 并非

全本。 文渊阁本有温纯《序》,应源自赵可怀本《杨文忠三录》。 此外,萧如松本卷

一第 19 节“眷知最久”后有“又有司礼与掌印调护可无恐也”13 字,下接“开正七

日驾回”。 而文渊阁本“眷知最久” 后紧接“开正七日驾回”,可知底本不是萧如

松本。 　



　 　 综上,《视草余录》版本源流情况如下图 1 所示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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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1

三、文渊阁本《杨文忠三录》的问题

在以上《视草余录》诸多版本中,文渊阁本《杨文忠三录》中的《视草余

录》讹谬最多,但目前学界所利用最多者,又恰是该本,因而需要着重辨正。
首先,该本的序文因都题为《杨文忠三录序》,存在严重讹误。 因卷

首的杨廷和自序误抄内容过半,兹具录其全文如下:
《视草余录》者,录在朝奏对之言及政事可否之议也。 何为录

之? 志愧也。 廷和承乏内阁,前后十有八年,视近岁诸臣号为颇久。
初从文正李公后,因以寡过,及文正去任,事多龃龉,凡关切利害之大

者,知之必言,言之必尽。 虽未得尽如所请,而先帝每优容之,一无所

忤。 寅恭敕,以雷霆临之,不力执则事日非而国体益亵,一难也。 于

时六龙出狩,宸居虚拱且岁余,二宁谋益,人势将倾,行则有骇舆之

虞,居则有固圉之责,二难也。 銮舆既回,大行事迫,四家环布,毫发

失宜,齑粉立至,三难也。 既而肃皇帝入御,遭逢何奇,比议大礼,则
以鱼水之投而为冰炭之隔,四难也。 公周旋其间,停“威武”敕不草,
竟见信任,居守维鼎,擒瑾诒彬,押虎逐狼,外宁内安,人孰不服公有

定倾之功? 然后手扶日月,启四十六年丕承之烈,又孰不归公有定策

之忠? 比其力辞伯封,耻为灞上之请,宁守硁硁,不从永嘉之议,又
熟(孰)不亮公有信心之征而言必信,在朝廷可以表纳谏之美,在臣

不(下)可以见敬事之义。 藏之箧笴(笥),姑以示我后人,不必其传

之久远也。 嘉靖六年丁亥秋八月丙午,石斋杨廷和序。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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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 

杨廷和:《杨文忠三录》卷首,《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》第 428 册,台湾商务印书馆,
1986 年,第 752 页。



此段中的划线部分文句与上下文均不衔接:前后段为第一人称(“廷和”
与“我后人”云云),中段则为第三人称(“公”云云),文气淆乱。 取杨宗

吾本杨廷和自序与之对校,可以发现,划线部分乃是误抄所致①。 结合文

渊阁本中(与《温恭毅公文集》中收入)的温纯序②并观,可知划线文字实

为温序中的文字,被文渊阁本错误地互换了。
不仅如此,文渊阁四库本温纯序的开篇也掺杂了外来的文字:

隆庆庚午,余为台史,而内江赵文肃以阁学兼领台事,属边报急,
京师戒严。 公语余曰:“新都杨文忠当武皇时,肘腋大奸弄之掌上,
顿安宗社,倘借筹边,何皇皇如此日?”继得公所撰《文忠墓祠碑》读

之,信公知文忠而言之非苟也。 万历己亥,余为工(下接杨宗吾本《视草

余录序》“相与”至“事有”二百余字,从略)

而温纯《温恭毅公文集》卷七《杨文忠公三录序》开篇则为:
粤稽我国家名世辅弼之臣有两文忠,曰新都杨公、永嘉张公。 永

嘉当嘉靖壬午飞龙之际,议尊亲如聚讼,于是创统嗣之辩,以破千古

不决之疑,难矣。 然值义可起之礼,而承心无所解之情,宜入也易。
惟公当正德辛巳驰骏之时,每草(下接上引划线文字,从略)③

两相对照,也是迥然不同,可证其确有讹误。
文渊阁本《杨文忠三录》的序文问题尚不止此。 与日本国立公文书

馆藏本相对勘,可知文渊阁本卷首的乔宇《杨文忠三录序》原题为《题奏

录序》,杨廷和《杨文忠三录序》原题为《视草余录序》。 此外,文渊阁本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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②

③

 

上引文中的划线部分在杨宗吾本中作“相与,惟一二同志之贤是赖。 今上入继大

统,推诚委任,化理维新,时有献纳,不过仰承德意,坯(抔)土细流,无补海岳,亦惟

同志之助,勉强从事,以至乞休而归。 居常自念平生遭际最盛,在任最久,而器识最

下,驱策不前,所为报效者止于如此,上负圣明,下负所学多矣。 视草之余,随事录

之,用以志愧。 一日,儿辈见之,请曰:‘昔人有所著述,多在闲居之日。 今政务丛

委,应接不暇,仓卒纪录,未必无所遗忘。 奈何?’辄语之曰:‘政恐久而或遗,乃役志

于此。 纵不能悉,犹愈于通无所述也。’ 若昔人《归田》 之录,间取士大夫之笑谈,
《天顺日录》,或涉公卿之美刺。 今兹所录,皆亲承天语及阁中日常议拟关系职业

者,此外一无所附。 事有”(叶二至四),萧如松本同。

 

温纯:《杨文忠三录序》,杨廷和:《杨文忠三录》卷首,《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》第 428
册,第 753 页。 温纯:《温恭毅公文集》卷七《杨文忠公三录序》,《明别集丛刊》第 3
辑第 79 册,第 332—333 页。
温纯:《温恭毅公文集》卷七《杨文忠公三录序》,《明别集丛刊》第 3 辑第 79 册,第
332—333 页。



有林俊《杨文忠三录序》,被置于卷五《辞谢录》之前。 而据日本国立公文

书馆藏本,此序原题为《辞谢录序》①。 据此例,则乔宇序实应位于《题奏

录》前,杨廷和自序应位于《视草余录》前。 文渊阁本将以上三序统一改

题为《杨文忠三录序》,导致序文与内容并不完全符合,且编次混乱,易滋

误解。
文渊阁本的序文编次之所以有如此讹误,部分原因在于四库馆臣对

“三录”的理解有偏差。 《四库全书总目》云:“是编名为‘三录’,实则《题

奏前录》一卷,《题奏后录》一卷,《视草余录》一卷,《辞谢录》四卷,凡四

种……《辞谢录》皆辞职谢恩诸疏,林俊为之序。 其卷帙多于‘三录’,而
不在‘三录’之数,以一人之事,非国政也。”②四库馆臣将《辞谢录》排除

在“三录”之外,故未将林俊序放置在《杨文忠三录》卷首,而是放置于《辞

谢录》前。 但这种对“三录”的理解并不恰当,只需要联系前文所述《视

草》《题奏》《辞谢》三书合刻的情况,便可知四库馆臣的判断与事实不符。
根据以上种种现象,笔者判断抄录文渊阁本《杨文忠三录》时所依据

的底本应为一残损的本子,在该残本中,萧大亨《视草余录叙》已不存,而
一篇不知名作者的序(即温纯序前阑入的文字)已残缺后半部分,温纯序

则残缺了前半部分,抄手误将二序合一。 另外,底本有可能被重装过,而
在重装的过程中杨序和温序的两叶又被互植,抄手对此并未察觉,因此出

现了内容互换的现象③。
文渊阁本《杨文忠三录》除序文错漏百出外,《视草余录》的正文亦有

若干文本问题。 首先,抄手因疏忽而导致个别分节有误。 如卷一第 6 节

叙述平息京城谣言一事,第 7 节叙述焦芳修纂《孝宗实录》一事,文渊阁

本误将两节合并;同卷第 29、30、31、32 节,亦误并为一节。 其次,在抄写

过程中产生了不少异文。 归纳来看,产生这些异文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

点:1. 清廷的避讳。 如“北虏” “平虏” “胡虏” “夷虏”等分别改为“北塞”
“平寇”“边塞”“外寇”等。 2. 少数民族人名音译的改变。 如“写亦虎仙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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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

③

 

林序又见于《见素集》,亦题为《辞谢录序》 (林俊:《见素集》卷七,国家图书馆藏明

万历十三年林及祖、林大黼刻本,索书号:09108,叶二十五)。

 

永瑢等:《四库全书总目》卷五五,第 498 页。

 

文津阁本《杨文忠三录》有杨序,无温序,杨序中的文本讹误情况与文渊阁本完全一

致(杨廷和:《杨文忠三录》卷首,《文津阁四库全书》 第 147 册,商务印书馆,2005
年,第 66 页)。 因此判断序文内容的错乱发生于抄书之前。



改为“舍音和珊”,“陕巴”改为“善巴”,“罕慎”改为“哈尚”,“马黑麻”改

为“玛哈穆特”等。 3. 对某些错误的改正。 如“钱安、裴德等俱下狱”改为

“钱宁、裴德等俱下狱”。 4. 抄写中新产生的错误。 如“与读卷之列”误为

“与读卷之例”,“又明年”误为“又明日”,“反形尚未露,须善处。 予曰:
‘宣德中有处赵府故事在……’”一句中“反形尚未露,须善”后脱去“为

之处诸司礼问如何善”十字等。 总体来说,文渊阁本在抄写过程中虽然

对原本的史实错误有所订正,但由于清朝的避讳和抄手疏忽等原因产生

了新的问题,需要引起研究者的充分注意。

四、《视草余录》的文献价值及其影响

杨廷和是明中叶最重要的政治人物之一。 从武宗时期的宦官弄权,
佞幸乱政,到世宗即位后的“大礼议”初期,杨廷和都亲历其间。 而作为

杨氏唯一一部流传至今的私家史作,《视草余录》的重要性不言而喻。 和

许多中晚明史料笔记不同,该著的主体内容是杨氏亲历之事,不仅前无所

承,而且后来许多史著中的叙述与争论皆可溯源于此。
具体而言,《视草余录》的文献价值首先体现在翔实地记录了以杨廷

和为中心的诸多政治人物之行事。 杨氏之生平行事仅举荦荦大者而言,
就有劝阻武宗北征南游、皇位空缺时总揽朝政、计除江彬、迎立新君、议兴

献庙等大段记载。 如果说《题奏录》 《辞谢录》记载了杨氏之言,那么《视

草余录》则着重记述了杨氏之行,两相对照,尤可见杨氏为政为人之精神

意趣①。 杨氏的政治才能曾受到李东阳等当时人的激赏,在后世也得到

肯定,而其政治操守,如不作苛求,亦多有可称道处。 因而,恰如萧大亨所

说,《视草余录》具体呈现了杨氏的“经世之迹” (《视草余录叙》 叶七)。
就研究杨氏其人其事而言,《视草余录》堪称弥足珍贵的自述性文献。 此

外,该书还述及当时处于权力中心的多人之行事,阁部大臣刘健、谢迁、焦
芳、彭华、万安、梁储、蒋冕、彭泽、杨一清、王琼等,宦官刘瑾、张永、谷大用

等,佞幸钱宁、江彬等,以及身处后宫的张太后等,都在书中留下了较丰富

17

①

 

如关于正德十四年冬武宗在扬州禁令民间养猪一事,研究者多注意到《明武宗实

录》与《题奏录》中的《请免禁杀猪疏》,但实际上杨廷和在上疏的同时已采取了一

些行之有效的举措(《视草余录》卷一叶三十八至三十九)。 再如正德十年杨氏回

乡守制一事,是明代阁臣守制历史上的转折事件,而《视草余录》述其过程尤详(卷

一叶十七至十八)。



的言行记录。 这对明中叶的人物研究与政治结构研究都有着十分重要的

价值。
对于补正重大政治事件的相关记载而言,《视草余录》亦是不可多得

的一手文献。 四库馆臣曾评价“其中有足与史参考者”①。 杨廷和亲历

正、嘉之际的许多重要史事,从史事记录的原始程度来看,《视草余录》的

价值往往较他书为高。 最具代表性的例证莫过于关于武宗遗命的记载。
《明实录》记武宗遗命为:“朕疾殆不可为矣。 尔等(指陈敬、苏进)与张锐

可召司礼监官来,以朕意达皇太后,天下事重,其与内阁辅臣议处之。 前

此事,皆由朕而误,非汝众人所能与也。”②对于此处文字,中晚明许多著

述都有承袭,如王世贞《弇山堂别集》、陈建《皇明通纪集要》、张元忭《馆

阁漫录》、张岱《石匮书》等所载③,皆一字不差。 但《视草余录》所录则与

众不同,杨廷和记述当日场景如下:
魏司礼彬等八人及谷大用、张永、张锐同至阁中,魏手持一纸授

廷和,乃大行皇帝遗命:“说与陈敬、苏进:我这病则怕好不的,你每

与张锐叫司礼监来看我,有些好 ,奏娘娘与阁下,计较天下重事要

紧,不管恁众人事,都是我误了天下事了。”(卷二叶一)
杨廷和亲见武宗遗命,且事关重大,所记应无偏差。 较之《明实录》中经

过文字处理的遗命,杨氏所记无疑更符合武宗临终的场景,内容的原始程

度显然更高。
同时需要指出的是,在武宗去世后皇位继承人的选定问题上,六部或

九卿均未参与,此前研究者多将此事解读为阁权之伸张,但细审《明实

录》与《视草余录》中的武宗遗命可知,武宗将“天下(重)事”的决策权授

予太后与内阁,《视草余录》所记尤为直白。 所谓“天下(重)事”即皇位

继承人选定一事,《视草余录》在述及懿旨与敕书宣谕朝臣后,众人皆说

“天下事大定矣”(卷二叶三),亦是指此而论。 正因如此,《视草余录》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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永瑢等:《四库全书总目》卷五五,第 498 页。

 

《明武宗实录》卷一九七“正德十六年三月丙寅”条,“中研院”历史语言研究所校

印,1962 年,第 3680 页。
王世贞撰,魏连科点校:《弇山堂别集》卷九七《中官考八》,中华书局,1985 年,第
1846 页。 陈建:《皇明通纪集要》卷二七,《四库禁毁书丛刊》史部第 34 册,北京出

版社,1997 年,第 309—310 页。 张元忭:《馆阁漫录》卷十,《四库全书存目丛书》史

部第 259 册,齐鲁书社,1996 年,第 118 页。 张岱:《石匮书》卷十《武宗本纪》,《续

修四库全书》第 318 册,第 137 页。



特意述及:“王吏部(琼)与王兵部(宪)邀于左顺门,欲偕来。 诸司礼云:
‘我辈奉有敕旨,无诸公事。’”

 

(卷二叶三)由此而论,内阁不让王琼等人

参与决策,实是奉武宗遗命,并非有意借机扩张阁权而压制部权。 由此一

例,可知《视草余录》 的细节记载较《明实录》 亦不无胜处,其价值不容

小觑。
《视草余录》尽管有诸多优长,但不可避免地存在一定的自我辩护与

自我突显的特征。 关于杨廷和的自我辩护,前文已有讨论。 杨氏在行文

之时,又往往刻意突显自己的正面形象,如述及自己料事如神、处事得体、
临危不乱、据理力争等事例,不一而足。 若单看该书,则其人几无可议之

处①。 对这类有明显主观倾向的史事记载,研究者固不可尽信,但总体而

言,《视草余录》中的自我辩护与自我突显是有限度的,诬妄不实、任情褒

贬的野史札记不可与之同日而语。
《视草余录》的价值在后世的历史书写与研究中也有反映。 在明清

两代的历史著述中,鲜见直接征引《视草余录》者,盖因明人虑及政治忌

讳,而清儒又较少留意杨氏其人。 尽管如此,该书仍较深刻地影响着后世

的历史书写。 如杨廷和之孙杨志仁撰写的《杨公廷和行状》与蜀人熊过

的《故相国石斋杨公墓表》,便是上承《视草余录》、下启诸多杨氏传记的

重要文字。 两篇内容多取材于《视草余录》,特别是《行状》,对《视草余

录》做了大量转录。 有论者指出:“《行状》的最大贡献在于将《杨文忠三

录》尤其是《视草余录》的内容做了广泛的展示与传播,这对于杨廷和形

象的构建与后世的评价影响深远。”②《行状》成为晚明史家书写与评论

杨廷和的最主要史源之一,这意味着《视草余录》也间接发挥了作用。
兹举二例而论。 例如上文言及的朱宸濠复护卫一事,杨廷和本人

认为是“时权幸有纳赂主其事者,竟得请” ,意谓出自中旨,《行状》 直

书:“时宁夏(府)厚赂诸权要,钱宁辈主之,旨竟从中出焉。” ③唐鹤征

《皇明辅世编》 、
 

张萱《西园闻见录》中的杨廷和传记皆承袭《行状》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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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前文所述正、嘉之际的西北边事,王琼与彭泽兵部尚书之争的背景固然是事实,
但彭泽确有失责。 杨廷和出于私谊予以袒护,《视草余录》所述亦不无文饰之嫌。
详参吴冰寒:《明代正嘉之际阁臣与部臣关系研究———以杨廷和、王琼为中心》,第
20—21、28—29 页。

 

檀德瑶:《杨廷和传记资料研究》,第 9 页。

 

焦竑:《国朝献征录》卷十五《内阁四》,《续修四库全书》第 525 册,第 489 页。



说①。 而最需注意者在于,此说最终被采入《明史》。 《明史·诸王传》
载:“宸濠结嬖人钱宁、臧贤为内主,欲奏复(护卫),大学士费宏执不可。
诸嬖人乘宏读廷试卷,取中旨行之。”②虽突出了费宏的反对态度,但并未

言杨氏票拟之事,所述大体符合杨氏本人的期待。
再如以旗帐之礼迎贺武宗一事。 正德十二年,武宗巡边北归,要求文

武百官郊迎并赠送旗帐相贺。 据杨氏记载:“赠送旗帐在官僚亲旧则可,
恐非人臣事上之礼……予辈及府部迎候至德胜门外,竟不用旗帐,上意亦

无所忤云。”(卷一叶十八至二十)如此则武宗终向内阁妥协,未接受旗帐

奉迎。 《行状》《墓表》以及《皇明辅世编》 《西园闻见录》皆同此叙述③。
但据王世贞考证,武宗还驾之时,百官以旗帐奉迎,杨廷和还亲自奉觞。
王氏严厉反问说:“今云驾回不用帐,将谁欺也?”④然而,源于杨廷和的说

法再次被《明史》本传所采信。 《明史》载:“帝命回銮日群臣各制旗帐迎,
廷和曰:‘此里俗以施之亲旧耳。 天子至尊,不敢渎献。’帝再使使谕意,
执不从,乃已。”⑤作为杨氏最关心的事件之一,此事在后世之“论定”足

以说明《视草余录》及其衍生品具有强大的影响力。
《视草余录》的影响在该书的阅读者中亦可找寻。 萧大亨评价杨廷

和在嘉靖初年的持见乃是“大臣以道事君之义” (《视草余录叙》叶六)。
耿定力在阅读该书后,不仅为杨氏在正德间的“议若曲若直,身似洁似

辱”辩护,而且盛赞杨氏在嘉靖初不逢迎新君的作法乃是“纯忠直道,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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唐鹤征:《皇明辅世编》卷四,《四库全书存目丛书》史部第 98 册,第 173 页。 张萱:
《西园闻见录》卷二七《宰相中》,《续修四库全书》第 1168 册,第 644 页。

 

张廷玉等:《明史》卷一一七,中华书局,2022 年,第 3593 页。
焦竑:《国朝献征录》卷十五《内阁四》,《续修四库全书》第 525 册,第 491 页。 熊

过:《南沙先生文集》卷七《墓表》,《四库全书存目丛书》集部第 91 册,第 664 页。
唐鹤征:《皇明辅世编》卷四,《四库全书存目丛书》史部第 98 册,第 174 页。 张萱:
《西园闻见录》卷二七《宰相中》,《续修四库全书》第 1168 册,第 645 页。

 

王世贞撰,魏连科点校:《弇山堂别集》卷二九《史乘考误十》,第 522 页。 按,今有

论者重考此案,认为杨氏意在说明“予辈及府部”不用旗帐(此外诸人则用旗帐),
详参檀德瑶:《杨廷和传记资料研究》,第 69—70 页。 若如此,杨氏的记载依然不免

有意回避与饰非。

 

张廷玉等:《明史》卷一九〇,第 5033 页。



然不欺其志”①。 董光宏在阅读《杨文忠公文集》后,认为“其言侃正而条

达,峨然井然”
 

②,对杨氏之政治作为与政治操守极力褒扬。 凡此种种,
皆能证明杨廷和形象在晚明的接受同《视草余录》的阅读与传播息息相

关。 杨氏在“大礼议”初期的政治品格能得到部分士人的称许,《视草余

录》功不可没。
最后需要论及的是,《视草余录》与《双溪杂记》中的一些矛盾说法长

期在后世处于竞争态势,《双溪杂记》中杨廷和的负面形象被明代中后期

的一些史作所承袭③,而《视草余录》则在维护杨氏形象方面产生了作用。
如孙鑛阅毕杨著后,便严厉批评王琼“孟浪下笔”以致误导后人④。 四库

馆臣更是明确崇信杨著而贬低王书⑤。 在现代史学的考辨下,《双溪杂

记》记事之真实性实难令人信服,有学者指出,“王琼著此书(《双溪杂记》)
并不是为了备后世用作时政实录,而是为了谋求他自身的某种现实利益”,
“为达到一定的政治目的,人为地编造史实”⑥。 对比来看,《视草余录》除

个别辩解与文饰的内容外,整体可信度较高,叙事完整,细节丰备,且未见

其伪造史实,诬赖他人。 时至今日,作为明中叶历史上的一部私家史乘,
《视草余录》依然在参与明中叶历史的重构与研究。 这不仅在客观上反映

出该作的文献价值足以经受考验,而且也能证明它经久不衰的历史影响。

本文初稿得到复旦大学历史学系邓志峰教授指导审阅,后承匿名评

审专家提出修改建议,谨致谢忱!

【作者简介】赵四方,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讲师(晨晖学者)。 研究方向:历史

文献学,学术思想史。 金菊园,上海博物馆馆员。 研究方向:版本目录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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董光宏:《秋水阁墨副》卷二《杨文忠公文集叙(代)》,沈乃文主编:《明别集丛刊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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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雷礼《国朝列卿纪》、高岱《鸿猷录》、薛应旂《宪章录》等,皆沿袭了王琼之说。

 

孙鑛:《重订视草余录序》,杨廷和:《杨文忠三录》之《视草余录》卷首,《域外汉籍珍

本文库》第 5 辑史部第 23 册,第 466 页。

 

四库馆臣评价《双溪杂记》的正、嘉史事记载说:“自任其私,多所污蔑,不可尽据为

实录。”(永瑢等:《四库全书总目》卷一四三,第 1219 页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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